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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言论自由思想至今仍然遭受着来自各种层面的误读，并对政治传播的秩序构建和有效运行产生负面影响。

这种情况与发生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政治传播现代转化的一系列思想特征与时代局限息息相关。儒家学说的崇智倾

向为政治传播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可能，然而却在西方基于理性和权利的智识论和自由主义思潮的猛烈冲击

下最终迷失了方向。由士大夫脱胎而来的现代知识分子虽然成功扮演了公共舆论构建者的角色，却由于对于既有

体制特性与文化状态的全盘否定而使自身无法成为足以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灵活游动的平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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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断裂与松散：政治传播 
  现代转化的状态起点 

 
林毓生在《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中说：

“自由与权威是相辅相成的，合则两美，离则两   
伤。” [1]如何处理权威与自由、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也是五四人物在试图通过参与乃至主导其时的政治传

播过程，以实现对国家、民族、社会与文化之前途与

命运的思考与改造时所不可避免遇到的时代课题和普

遍困境。 
中国政治传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统摄于中

央集权与君主专制政体特征之下，同时与高度伦理化

的儒家意识形态紧紧嵌合在一起，成为古代中国社会

超稳定结构的重要支撑力量。传播主体的中心性、传

播方向的单一性、传播内容的固化性、传播手段的简

单性以及传播效果的模糊性，是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

基本特征。在这样的架构中，政治传播往往成为君主

宣示皇权、士人践行道统、民众服从统治的一种工具。

虽然在上述过程中，君权独大下并未完全丧失活力的

士大夫阶层的存在及其“从道不从君”的理想品格，

使古代政治传播中存在权力结构多元化和主体关系紧

张及冲突的可能性空间，但“家国天下”的理想抱负，

同样必须以对宗法制社会运行模式的认可为基本前

提。除了辅佐皇权之外，士大夫“仁心”外化的重要

使命在于进行政治传播，或著书立说，或布道山野，

将包括政权合法性与臣民义务论在内的一整套政治解

释体系晓谕天下、广而布之，从而进一步强化民众服

从政治权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五四运动堪称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雅鲁藏布大

峡谷”。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高举

鲜明的反传统旗帜，以寻求在革旧布新的时代震荡中

趟出中华民族的涅槃之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伴随

专制皇权跌落神坛，民主理念蓬勃兴起，政治传播格

局同样出现剧烈调整。皇权从内容到形式丧失了对政

治传播过程的话语垄断、方向掌控和节奏把握，主要

由古代士大夫阶层蜕变而来的现代知识分子成为政治

传播中一支独立力量，并通过举办报刊等实践试图构

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政治舆论场，以此作为其游走于

公权当局与普罗大众之间推动政治“良化”的社会  
“资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于政治传

播格局的冲击，绝不仅仅局限于其对舆论作用的开发

以及充分利用新闻工具实现对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

深度改造，更在于在现代公共舆论解构传统政治传播

过程中所释放出的思想灵魂——一方面儒家智识主义

获得了全新诠释，另一方面西方基于理性建构的智识

论和自由主义在政治传播中获得了绝对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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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描述和分析五四社会与思想转型时，“知

识分子”并不是一个具有足够区分度和概括力的概念，

但在共同汲取了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之后，在推动政

治传播现代转型的意义上，精英知识分子与边缘知识

分子几乎同时获得了一种来自历史的价值赋予[2]——

他们身处同一条战壕中，并将“炮火”一齐对准了强

权高居在上的社会话语结构。 
思想解放与言论自由的时代强音，自社会领域开

始，从根本上动摇了公共权力主体固化和权威资源高

度集中结构赖以存在的基础，从而为政治传播的现代

转型打开了一道曾经紧闭的闸门，成为观察近代以来

中国社会艰难蜕变进程的一个侧影。正如民国报学研

究者戈公振所期望的，“吾意服务报界文字方面之人，

既以先觉自命，为争绝对的言论自由，应先有一种强

固的职业结合。” [3](359)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五四喧

嚣的历史场景中，政治传播的现代转型并非只挣扎于

围绕新知识群体的一场以全面反传统为标签的思想变

局中。作为政治传播必然的参与方，国家与政府的角

色同样不容忽视。一方面，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及其所

处的政治机构仍然是政治传播现实动力的重要制造者

和提供者，虽然在政权合法性问题上，无论是孙中山

政府，还是北洋军阀政府，都没能建立稳固的基础，

但这并不代表上述主体对于政治传播已经失去了足够

的控制力。另一方面，除了必要的法治手段——诸如

报刊审查与管理制度的出台，统治力量仍然可以在与

新知识分子所主导的公共舆论的摩擦与较量中，构建

其政治稳定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说，虽然政权主体已

经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庇佑，导致政治传播至少在作为

工具的价值层面上难以成为对政治统治进行强化和对

社会进行整合的依凭，但是正是在权威与自由的反复

磨合中，政治传播才在加速或延缓政权存续上得以发

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即便“‘五四’时期的报刊，是在社会危难中高举

‘德先生’‘赛先生’大旗，更深入地从思想层面让‘德

谟克拉西’(民主)深入人心的”[4]，但正如张灏所言，

在反传统的主流之外，处在新旧时代接榫处的五四思

想中仍然存在着多组取向乖违的“两歧性”。[5]周策纵

也认为，至少在围绕《新青年》展开的知识分子思想

谱系中，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仍然在承认政治生活

重要性的前提下，刻意保持与政治生活的距离和对参

与政党活动的警惕，但这并不妨碍研究者对政治传播

现代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新旧更替这一重要变量的正

视和关注。[6] 

通过政治传播领域的一系列变化，以民主、科学

为内核的五四精神获得了充分的表达，知识分子得以

成为政治传播结构中的独立功能主体，政治传播本身

也得以成为足以承载现代多元化政治格局中各方角力

的基于基本正义之上的专业和自由的平台。然而，由

于有效权威的长期稀缺、自由主义与儒家伦理始终未

能完成对彼此的吸纳、消化与融通，导致“断裂与松

散”成为政治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的状态起点。这种“断

裂与松散”体现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关系上，体现于

公权与民众的政治关系上，同样体现于媒体与受众的

社会关系上。 
 

二、儒家崇智论：政治传播 
现代转化的本土资源 

 
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政治思想带有强烈的智

识主义色彩。儒家在政治上重智性的态度更清楚而具

体地表现在知识分子参政和论政的问题上。来自儒家

的智识主义者对于人类智慧也即认知世界和协调自身

的能力持一种较为乐观和赞赏的态度。当士大夫们将

其投射于“外王”之道的时候，便首先具有了参与政

治传播活动的高度自觉性。 
儒家政治哲学在价值存在问题上的内敛特性与价

值实现方式上的实践品格，共同塑造着士大夫阶层的

行为方式。而这也决定了儒家对于政治传播活动中“启

智”功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路径：一方面，“善”

作为儒家对个体生存意义的最高规定，作为政治传播

内容的智识，只能处于更为低级的位次上，而不能僭

越成为“至上”的价值；另一方面，儒家关心的是社

会秩序和心灵秩序的双重建构问题，而无论是异常艰

难的“内圣”的心灵升华过程，还是由“内圣”走向

“外王”的伦理秩序的延展过程，智识都是使两种道

德追求生动起来的不可或缺的材料，只不过在先秦士

人阶层的讲学与游说活动中，智识这种载体与中介的

属性，由于与政治传播主体迅速而广泛的结合，而获

得了一种接近本体的价值，这便是纵横家可在百家中

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而无论是启君智，还是开

民智，都由于在目标、方式、效果、范围等方面与政

治过程的紧密结合，而使政治传播功能凸显与智识价

值逐步提升的过程实现高度的同步。只有通过传播，

特别是政治传播，儒家之学才能够真正与君主政治实

现有机整合，并在异化为为政之道的过程中，以自身

所固有的思想弹性和与诸子特别是法家之间的理论张

力，来对集权政治施以有限却有效的牵制。 
因此，政治作为传播的内容首先是以智识的形式

出现的。自儒家学说诞生之时，其便已经开始了对于

传播工具的打磨和对于传播效果的追求，这些因素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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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组成了中国本土政治传播思想的原初体系。同时，

由于儒家思想在两汉以后与君主政治的长期合流，一

方面通过对自身概念和逻辑体系的调整以适应时代需

求，另一方面则努力吸收其他诸子学说以及佛家等外

来思想以适应统治需求。依赖宗法制的衔接作用，儒

家的道德中心论最终演化为了政治中心论。知识的传

播也往往被等同于政治知识的传播。而在这种情况之

下，类似“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将政治传播的有

效性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结合起来的儒家原典精神开

始逐渐失落——这也是一些五四人物将儒家“崇智”

解读为“愚民”的原因。君主皇权通过政治传播不断

强化统治的合法基础，士大夫阶层的政治传播活动往

往只能落入以“道统”阐释“政统”而非纠正和调节

“政统”的困境之中，从而难以获得独立的地位和功

能。而一旦缺失了孔子津津乐道的“士庶议政”传统，

作为政治传播内容的智识的活力便迅速衰减，成为一

种只能进行规范传达和被动接受的纯粹的“死”的   
知识。 

儒家主智论下的政治传播活动，至少存在以下两

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士人与君主之间的政治传播活动；

第二层面是包括君主与士人在内的精英阶层与民众之

间的政治传播活动。 
在上述第一层面中，又至少存在两种维度：一方

面，士人需要将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一定途径有效传

达给君主，对君主施政行为不断进行修正和优化，正

所谓“不失圣人之道”，从而进一步维持君主的统治地

位；另一方面，君主作为古代政治传播体系中位势最

高的主体，首先必须保证自己的统治意志和执政理念

能够无条件地为官员等士人所接受，在此基础上对来

自臣子的逆向政治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处置。在这种情

况下，虽然存在政治传播内容上的对冲和博弈，但是

就其必须凭借的政治架构而言，非均衡的权力布局和

信息流动，仍然是传统政治传播活动必须遵循的运行

轨道。 
而在精英与平民阶层为两极组成的政治传播体系

内，上述单向性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无论是传播内容

的选择、传播资源的分配还是传播效果的评价，以皇

权、士权和绅权为基础的精英阶层均处于话语垄断地

位。而正是在各种传播主体如此悬殊的实力对比中，

政治传播中智识主义的现代意义才得以与儒家学说的

历史传统真正区分开来。也可以说，所谓智识主义正

是在“君−臣−民”式政治位势的意义上取得了其在政

治思想中的独特价值。在这一问题上截然不同的主张，

也成为横亘于儒家和法家的“楚河汉界”。儒家崇智和

法家反智，作为一桩学术公案绵延许久。如余英时等

所言，主张“以吏为师”的法家是反智主义的代表[7]，

然而，法家反智论在君主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始终

无法缺少儒家崇智论和以智识为载体的活跃政治传播

活动的衬托。 
马基雅维利在拆解权力与美德关系的过程中，也

对君主的政治传播策略进行了道德的二元化处理。即

君主的“表里不一”，在通常情况下往往是被允许的。

一方面，君主应当“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

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

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但另一方面，君主又“必

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

换情况而转变”。在他看来，民众往往缺乏进行智识判

断的基本能力，是群氓，而“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

的结果所吸引”。[8] 

中国儒家同样注重分析君主智识与民众智识之间

的传播位差，但落脚点并不相同，并更加强调道德在

其中的本体作用。徐复观说，儒家、道家认为人君之

成其为人君，不在其才智之增加，而在将其才智转化

为一种德量，才智在德量中作自我的否定，好恶也在

德量中作自我的否定，使其才智与好恶不致与政治权

力相结合，以构成强大的支配欲，并因此而凸显出天

下的才智与好恶，以天下的才智来满足天下的好恶，

这即是“以天下治天下”。[9]如果说余英时所解释的儒

家崇智论更多站在对士大夫政治社会功能的理解与强

调的基础之上，那么徐复观则通过对君主自身智识的

哲学泛化和价值矮化，不仅调和了存在于皇权与士权

之间儒法道三家在智识问题上的冲突，更颠覆了对古

代社会政治传播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君主是政治

传播内容的智识源头。 
即便如此，也必须承认以下事实：从构建政权合

法性和稳固政治统治的角度上说，君主对于政治传播

中的智识问题不但无法完全持虚无态度，而且智识的

最高层次必须以引导民众对于特定意识形态下政治活

动进行更有深度和更为抽象的理解作为终极追求。虽

然包括道德智识在内的“社会经验”已经足以完成这

样的使命，但是这种以纯粹智识为基础的政治传播活

动的最大弱点在于无法阻止士大夫在面临秩序危机和

民众面临生存层面危机时对于固有的主流意识形态提

出挑战和质疑。因此，甲午战败之后，当中国社会陷

入全面危机，来自皇权的政治传播原始动力和智识资

源虽然仍然存在，但支撑传播活动有效性的政权合法

性遭受质疑，特别是一系列依靠体制内力量完成的改

革先后折戟，士大夫在对民族和社会危机深切体认基

础上发出的对于道统的呼唤，借助于近代公共舆论空

间的形成引发并放大了民众对于生存危机的认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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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政治传播中的反权威力量。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大众传媒诞生并介入政治

传播之初，传统的传播权威——皇权与政权出现了罕

见的缺位，更没有抓住契机，将舆论资源纳为可支配

力量进行有效控制，而是让大量处于底层的士人特别

是心存自由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

批“报人”。1906 年 7 月，清政府才出台《大清印刷

物件专律》[10]，从司法角度对报刊采编和发行进行管

理，但就在前一年，在其治下创办的报刊已经达到了

85 种。在精英传播向大众传播的现代转型中，国家作

为传统的政治传播主体无法对来自现代传媒载体的挑

战给予足够回应，特别是在短时间内无法构建一整套

现代法治体系以全面规范以现代为主要转型面向的政

治传播格局体系，这既为公共空间提供了发育的可能

性，同时也导致了 20 世纪以来政治传播中国家角色的

飘忽与功能发挥的剧烈震荡，从而导致整个政治传播

结构因长期缺乏必要稳定性而迟迟未能走入良性发展

的轨道。 
不过，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统治主体重建

政治合法性的行为本身仍然可以对政治传播产生决定

性影响。金观涛、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

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一书中作了如下的数据披露：

清廷的预备立宪有效遏制了革命思潮的传播。1907
年，“革命”一词的使用突然下降到 1 600 次左右，此

前的 1906年达到了 2 800次，1908年又减至 700余次，

到 1909 年更减至 100 余次。“令人惊异的是，即使 1911
年辛亥革命发生时，‘革命’的使用此时仍然很    
少。” [11] 

 

三、伦理智识与理性智识：政治 
  传播现代转化的中西碰撞 

 
古代政治传播之所以可以保持相当程度的惰性，

固然与儒家意识形态下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息息相关，

更是儒家为代表的崇智主义与法家为代表的反智主义

两股力量的动态平衡的重要表征。而在这背后，实际

上是君主政治和士大夫政治之间的较量与互补。在这

种情况之下，“开民智”始终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民

众享受着十分有限的获取和运用智识的权利和权限。

也正因为如此，政治传播成为必须。 
“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只要得了光

明与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知识是引导

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昧是达到光明与真

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12]这是五

四运动发生不久刊载于《解放与改造》杂志上的一段

言论。在当时，如此强调知识价值的文章不胜枚举。

甲午战争之后，伴随全面危机的降临，政治传播中君

权、士权与民权之间的均势被彻底打破。政治传播中

存在的智识传统与西方启蒙主义在中国开始出现了合

流，并为大众媒体的蓬勃蔚兴提供了理论前提。在冲

破儒法结构之后，固有政治秩序出现了重新洗牌的契

机和迹象，蔓延到政治传播领域，便是大众媒体开始

被作为一种启迪民智的重要工具，成为同样处于转化

过程中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民众力量和民本思想共同作

用下质疑政治统治基础的重要依凭。继在儒家学说发

育的过程中智识成为本体意义上的政治传播内容之

后，大众媒体作为政治传播手段的工具价值获得凸显。

而伴随着新型知识分子与现代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

传统的“官−民”结构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知识分

子与想象中的民众的心理距离大大缩短，他们的政治

学说和治国主张可以更为便捷和低成本地传达到社会

的最底层，并且可以借助于公共舆论向统治主体施加

压力——“舆论”概念在五四前后才真正开始丰满和

生动起来，并成为一股现实的政治力量，而不再是一

种基于哲学建构的先验而抽象的“民意”。 
因此，五四前后，伴随着反传统思潮的强烈冲击，

“君权”在向“政权”转换的过程中逐渐衰落，被包

裹在皇权之内的法家反智论同样开始退却。而同时，

伴随着民本主义思潮的逐渐兴起，寄生于士大夫政治

中的儒家崇智论在现代知识分子出现的过程中被赋予

了新的价值。在开启民智以救中国文化之弊成为时代

共识之后，智识主义再次为政治传播活力的释放和其

本身格局的调整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这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智识的再阐释与民族危局相伴而生。无论是

文化救国，还是民主图强，知识分子均将希望寄托于

民众素质提升的层面，而在这其中，对于民主政治的

思想启蒙被认为是更为根本的因素。也就是说，传统

政治传播中智识色彩并没有伴随清王朝的覆灭而走入

历史的坟墓，而是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经营下越发富有

活力。陈独秀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中便

说：“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

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13]胡

适在《竞业旬报》第 37 期《本报周年之大纪念》中

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同胞，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报

呢？……总而言之，我们的心都只为眼见那时势的危

险，国民的愚暗，心中又怕又急，又可恨，又可怜，

万不得已，才来办这个报。”[14] 

传播主体的下沉，让言论的无障碍表达成为民众

的基本政治权利，更是颠覆了传统政治对于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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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君民关系的界定，以宗法制为源头和基础的伦理社

会结构开始受到了根本性挑战。虽然从内容属性上来

看，政治传播仍然主要以政治学说为主体，但在全面

危机的时代背景之下，政治传播的工具价值得到了显

现，特别是那些依托于大众传媒的政治传播行为，更

是被认为是突破现有政治框架以构建新型社会关系的

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之一。梁启超便认为，政治传播

中，智识之外，沟通也很重要。他说，“上下不通，故

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

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并进一步

指出“报馆之为”在于“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

下之废疾”。[15] 

正因如此，政治传播思想才开始被作为时代课题

为知识分子所认真对待，而论者不约而同地多从媒体

对智识传播的功能担当来加以分析。也就是说，开启

民智，已经被固化在公共媒体的属性之中。大量政治

内容充斥民国初年报刊版面，知识分子将思想播撒其

中，带来了信息数量和话语差异意义上政治传播的繁

荣。而这，并没有冲破传统儒家的智识主义思想框架。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民主共和观念才得以真正地深入

人心，从而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二是在中西两股力量的作用下，政治传播于智识

主义推动下的现代转化，引发了知识分子对制度理性

的广泛崇拜。传统中国社会从来不缺乏结构整合和秩

序重建的道德资源，最为缺乏的是西方启蒙主义者所

强调的理性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对于制度价值的强

调，而这是中国在迈向以平等、民主、自由、法治为

特征的现代化之路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固然需

要在政治实践的层面对民众进行相应的训练，但政治

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同样发挥了不可抹煞的重要作用。

政治传播开始现代转化，特别是大众媒体出现后，社

会整合的伦理纽带被割裂，从而出现了多元化的权利

主体和权力中心。特别是当公共舆论成为社会的独立

力量横空出世时，其沟通官民的独特角色便举足轻重，

公共媒介甚至获得了缺乏明确边界的权力运用视域。

也就是说，在开启民智、监督政府作用的发挥中，在

强烈批判意识的影响下，社会中的任何权力主体都可

能会遭遇公共舆论的挤压，权威主体随时可能发生倒

转。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道德力量已经很难能够再

担当起组织社会的功能，而必须通过制度理性的建构

和法治精神的确立来完成。于是，在政治传播现代转

化的同时，中国社会逐渐走向“碎片化”与“原子化”，

而当这一变化与公共舆论的出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制度理性的价值便逐步提升。公共舆论下政治传播的

出现已经预示了传统中国道德共同体的逐渐崩溃，而

这种崩溃之后，制度理性伴随着民主、自由等普遍理

念的登场而成为中国社会整合与发展新的力量。 
 

四、思想自由：政治传播现代转化中

对传统的深度解构 
 

伴随着智识主义在中国被重新诠释，五四前后政

治传播的现代转向已经具备了较为充足的理论资源。

而在这一过程中，两种智识主义——传统的以儒家伦

理为核心的旧有意识形态和舶来的与启蒙主义相伴的

以理性为基础的理性主义，成为政治传播在开启民智

功能的发挥中可资依赖的重要元素。与此同时，西方

启蒙运动中萌发的另一种社会思潮——自由主义开始

在比智识层面更为深刻的权利层面影响中国政治传播

的蜕变走向。而在五四思潮的“两歧性”取向当中，

这种自由主义固然以摧枯拉朽之势成为传统思想体系

的终结者，但在更大的结构视野中却也为中国文化的

庞大身躯所容纳，只不过更多流淌在传统倒塌后的废

墟中间。 
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知识分子获得了君主专制

之下不可能获得的思想表达和言论动员的权利，同时

也获得了自由结社和开办报刊的可能。而当这两种自

由最终被统一到现代意义上公共空间中的舆论概念下

时，在政治传播领域中，同样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冲

突与融合。 
一方面，思想自由被作为冲破既有体制网罗、开

启民智和改造中国文化的必要逻辑前提，同时由于这

种前提同样容易受到来自国家政权的敌视、破坏，因

而被认为是十分脆弱的。1912 年至 1914 年，北洋政

府公布了一系列限制大众权利的法律和政令，其中便

包括《报纸条例》和《出版法》。受此影响，1914 年，

全国报纸及印刷品发行量一改 1912 年至 1913 年快速

上升的趋势，从 5 152 万份陡然下降到了 4 214 万份，

并于 1915 年达到 3 922 万份的谷底，直到 1916 年才

恢复持续增长趋势。[3](230) 

因此，很多人更愿意将政治表达的自由视为一种

可以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绝对权利，特别是当其冲破

了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更多指向公共权力的

时候，思想上的豁免权更是成为无需论证的先验价值。

显然，这与政治传播中“诛身不如诛心”的传统观念

存在根本冲突。更为重要的是，自自由主义传入，政

治传播便开始了一场权力结构层面的悄然变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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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传播中一言独大的绝对权威地位不复存在，而

政治传播也逐渐摆脱了依附于专制权力的附庸地位，

国家再以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维护自身政权合法性目

的来对政治传播中的异端邪说进行禁毁，甚至从肉体

上对传播者加以消灭，往往会被认为是不正义的。 
另一方面，传统政治传播的接受者往往只能对主

流的价值体系进行被动的遵守或是中规中矩的阐释，

而不能够对其中的基本原则提出任何质疑。同时，在

政治传播的内容上，接受者也必须与传播主体保持一

致的步调，恪守同样的政治修辞风格，以此体现对于

维持政治秩序和谐稳定义务的履行。而自由主义通过

对于人的自然状态下权利的认可和提升，打破了固有

的等级秩序，也在试图扫清政治传播中的伦理因素的

同时，开始了对于政治传播中的主体内涵与外延范围

的扩展，这给五四时期的政治传播带来了全新风貌。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政治传播的主体不再局限于皇权一方，而是

更多地向知识分子所主导的一种新的共同体转移。这

种转移自然可以被视为政治传播主导权的一种交接，

也可以说是政治传播中表达权威一种全新形态的出

现。在中国式道德主义的框架下，在包括政治传播在

内的多种社会领域中，权威只能有一个，但是在五四

时期，政治传播主体多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思想

竞争，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与先秦百家争鸣时代

不同，这种自由主义观照下的思想竞争，只能也只可

以通过知识分子在政治传播中主体作用的真正发挥来

显现出来。这些人不再成为某个政治集团的门客，而

是成为个体权利平等之下的对于整个民族前途命运和

国家制度设计的一种富于超脱意识的思考。这种思考

是整体性的、宏观的，是不基于任何个体或小团体利

益的，是站在打通中西方后重构的新的天下观的视野

之中和高度之上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政治传播更多

表现出的不是先秦时期的功利性和具象性，而是如何

从抽象的学理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的现实和勾画中国的

未来。胡适说：“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

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

我们深信，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

话。”[16]可见，五四人物对于政治传播中自由的公共

性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作为足以打通开启民智手段

与追求自由政治目标的工具，政治传播在救国图强的

意义上，其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和提升。对于

知识分子来说，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传布，不仅使其

获得了更多的表达机会，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传播过程

中瓜分到了足够的传播主体权利，而这些权利实际成

为其时代价值的一种至关重要的体现。而按照日本学

者沟口雄三的分析，皇权的广泛失落更与清末以来公

私概念的倒转直接相关：“到了清末，事实发生了变

化……皇帝本身作为‘私’开始受到排斥。……政治

性权利的平等观念浸透到自然权中，民的存在本身依

其多数性而成为公。”[17] 

二是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意识形态支撑，自由主

义下的政治传播活动只能立足于对于思想自由的一种

绝对化和简单化的认知。这既赋予了五四时期的政治

传播对于公共权力特别是旧有和既有制度的强烈的批

判意识，也使得中国政治传播自现代转化伊始便出现

了形式与内容上的分离。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形

式上国家政权仍然拥有对于公共媒体进行审查和封禁

的权力，并的确曾经采取过一系列行政举措，且取得

一时之效，却很难能够通过这种手段重新夺回旁落的

政治传播主导权，更遑论通过可以被控制的政治传播

活动重建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没有寻找到合

适的新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的前提之下，五

四前后的政治传播活动很难说是以国家政权作为基

础，而在更多意义上是由知识分子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体现在，知识分子通过办报等活动率先垄断了政治

传播的现代载体，不断向民众灌输一套虽然与现有政

权形似而神异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个体系是异常庞

杂的，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可以被利用的资源，逐渐

形成了数个话语中心，并通过蝴蝶效应和马太效应的

叠加，最终催生了新的现实政治势力和局部政治共识

的形成；而国家政权在政治传播中的相对弱势地位，

则进一步加剧了其合法性危机，并最终在民主自由的

政治谎言被戳穿后，最终分崩离析。 
虽然科举制的废除，一度引发了读书人在寻求与

政治接榫问题的出路危机，但他们通过向知识分子的

身份转换，特别是采取参与媒体活动并借助舆论力量

的行动策略，以及通过新的途径与权力机构、政治人

物形成隐性关系，以试图在形成“学术社会”的过程

中构建独特的“权势网络”[18]，并在完成“旧”读书

人“新”政治化的过程中，进而在客观上推动政治传

播的现代转化。 
因此，可以认为，五四虽然割裂了中国文化血脉

的传统与现代，却无法将作为一个群体意象意义上的

读书人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使命自觉”[19]连根拔除。 
然而，五四时期，出于“运动策略”的考虑，在

为学界领袖们所遵循的政治传播逻辑中，“传播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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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与“自由之传播”尚是两个概念。被更为看重的

是“传播之自由”，即将自由作为一项纯粹的传播内容，

并包裹在学术之内而投入政治变革的时代大潮之中，

而并非“自由之传播”对传播的工具价值存在状态的

关注。而在功利性政治目的的引导之下，“传播之自由”

很容易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一种试图“垄断舆论”的

偏执和武断，而难以具备类似鲁迅所谓的“拿来主义”

所应存的自由与包容。[20] 

 

五、结论 
 

通过以上对于五四时期智识主义和自由主义共同

影响下政治传播现代转化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在全盘反传统的背景下，不仅君主专制最终崩塌，国

家政权的作用同样被严重淡化。这种淡化既源于当时

历史条件下中国未能迅速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

构，各家军阀忙于征伐无暇顾及通过有意的政治传播

活动来塑造政权合法性，更在于从科举制下被抛弃出

来的传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短暂的迷茫之后，得以迅

速占领政治传播领域出现的真空。在思想庞杂的当时

社会中，他们一方面继续实践着其作为传统儒生的对

于“家国大道”的使命与责任，并延伸出民主政治下

对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思考，另一方面，在理性主

义和自由主义舶来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通过

政治传播活动塑造自身的全新形象，同时开始重视大

众传媒对于社会纵向沟通的价值和在其影响下诞生的

市民社会作为个体权利与国家政权博弈平台的作用，

并开始有意识地探讨政治传播的规律。然而，对于理

性主义的过度推崇和对思想自由的绝对化解读，虽然

与五四思潮演变紧密契合、高度同步，却难以产出新

的足以在中国扎根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这种断裂也必

然会使五四的政治传播留下一系列后遗症，从而导致

中国知识阶层对于言论自由的解读出现严重的偏差，

难以形成一种在民族固有性格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

况之下可以被接受的思想价值体系。而这种在政治传

播中国家政权和士人阶层在主体角色与主导权力问题

上本末倒置的状况，也很容易引发此后社会整合和思

想统一难度的增加。 
最后，需要特别补充的是，政治传播作为政治学

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领域，界定明确的研究范畴虽然

必要，但在就这一问题形成共识的过程中，应当允许

对政治传播概念进行衡量时的大尺度取向，并容忍多

元化理解的尝试。或者说，只要政治传播的研究是以

政治和传播两个坐标为中心延展开来[21]，就没有必要

在传播信息是否由政治统治主体发出并主导等问题上

进行过分纠结。明确这一点，在分析转型社会特别是

革命话语下不同的社会结构主体对政治传播权力分布

的影响尤为重要。只有在这样的开合视野中，元态、

完整和独立的“政治传播”范畴[22]才能够被清晰划定，

同时，这种划定并非关闭学科对话的大门，而更多侧

重于在相对规范建立的过程中推动方法论层面的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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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edom of speech has still been misread by all walks of life, and has been exerting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orderly construction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a series of thought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that happened to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efore and after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tendency in Confucianism 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f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f China 
to transform from tradition to creativity, but finally lost its direction under the invasive and pervasive attack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ism and liberalism. The modern intellectuals have successfully played the part as constructor of public 
opinions, but failed to become the power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nation and people owing to the total negation of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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